
 

论朱子对《周易》卜筮性的重新

确立及其解释学意义

林 忠 军

摘    要    学界存有一种观点，朱熹重新确立了《周易》文本卜筮性是哲学思维的倒退。这种说法过于轻

率。其实，朱熹重提《周易》卜筮性有其历史原因和学术整体发展的思考。朱熹主张易学解释当先从卜筮入

手，恢复《周易》文本卜筮话语，主要是为了纠正易学解释中出现重义理、轻卜筮的偏差。他的意图未真正

将卜筮与义理对立起来，否定《周易》筮占话语所蕴涵的义理，而是把卜筮和义理视为文本应有、不可分割

的整体，提倡易学解释先以卜筮话语解读之，然后推演其中义理。以此出发，理解卜筮视域下《周易》象、

数、辞、理之间的关系，即先有理后有象有数，以象数符号为理的表现形式，象、数、理三者不可分。就解

释学而言，朱熹一方面承认了《周易》是卜筮之书，尊重历史传统，反对人为割断历史、无视文本卜筮及卜

筮视域下形成的象数。另一方面，不固守历史，而是着眼于文本意义开放性，以解释“圣人之道”为目标，

认同孔子、王弼、程颐等人在各自不同时期所作出符合“现实”或“当下”的接近易道的合理偏见，为易学

哲学提出了清晰完整的解释路径，即以历史发展为视域，由卜筮解释入手，用形象的象数符号解释抽象“阴

阳之道”，完成了由历史到现实、由卜筮之象数到易学哲学解释。因此，朱熹重新将易学定为卜筮之书，不

仅未降低《周易》的哲学性，相反为哲学解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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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界有一种观点：《周易》本为卜筮之书，经过王弼、程颐等人解释，《周易》文本基本

上摆脱了卜筮神秘色彩，而真正具有了哲学意义；而南宋朱熹撰《周易本义》，恢复《周易》原来的卜筮

属性，是哲学思维的倒退。故作为《周易》易学或哲学之研究，朱子的《周易本义》往往不被重视。若从

朱熹整个易学解释看，此种观点过于轻率，是对于朱熹的误解。其实，朱熹作《周易本义》和《易学启

蒙》等书，重提《周易》卜筮性有其历史原因和学术整体发展的思考。

一、《周易》文本卜筮性重新确立与易学解释的理路

关于《周易》文本的性质，历来一直存在着很大争议。《周易》成书后，主要用于筮占。按照《周

礼》记载，《周易》为史官所掌管，其功能是为统治者提供决策。在反映春秋时期历史风貌的史书《左

传》《国语》里有 22 处关于《周易》的记载，其中用于筮占的有 16 例（包括其他《易》），用于说理、

评价人物等的有 6 例。这说明了在春秋时期，《周易》主要被视为卜筮之书。春秋末期，经过孔子（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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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解释，《周易》被赋予了道德内涵，但仍然保留了《周易》卜筮的性质。孔子曾说过，自己用《周

易》筮占的应验率达到“百占而七十当”①。当然，他更重视德性，他的易学是从卜筮入手，进而到达数

理与德性，即所谓“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②，并以此区别于专事筮占的巫医和掌管筮占且明数

理的史官。由此，他提出了“观其德义”“疑德而占”的德占重于筮占的观点。③他承认《周易》卜筮有

教化民众的作用，提出“神道设教”的观点。同时，他认为《周易》为圣人所作，蕴涵文王之道，故其有

 “尽圣人之意”的作用。至汉代，独尊儒术，《周易》因为孔子整理与解释，被尊为了五经之首、大道之

源。然而，汉儒却从未就此否定《周易》的卜筮性。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明确提出，《易》因是卜

筮之书而免于秦火，乃至于流传到汉代仍传授不绝。《京房易传》与《易纬》等著作将《周易》视为“理

人伦、明王道”的政典，又将其视作卜筮之书，认为其具有“断天下之疑，定天下之吉凶”的作用，可以

为统治者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提供了决策依据。

然而魏晋时期的王弼，从《易传》“观变阴阳而立卦”“立象尽意”的观点从发，以老庄注《易》，

辨名析理，通过话语转换，将《周易》阐发为以道（无）为本，蕴涵有无、本末、动静等富有思辨性的哲

学著作，客观上否定了《周易》的卜筮性。如果说，在孔子那里《周易》具有二重性（卜筮性和哲理性）

的话，那么经过王氏注释，《周易》已不再有卜筮的功能，转而成为了一部只具有纯粹哲学意义的书。此

种易学研究随着唐代《周易注疏》的成书，在政治上取得了合法地位，进而深深地影响了宋代易学。虽然

宋代易学并未彻底否定《周易》卜筮的性质，但是，《周易》是儒家明理之书，已成为当时学界的主流观

点。如北宋程颐秉承了王弼的易学研究思路，提出“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④以及“即事尽天

理，便是易”⑤的观点，并以此出发，对《周易》做了新的诠释。同时代的张载作《横渠易说》，认为

 《周易》是一部规范人行为的天人之书，提出“易即天道……此则归于人事”和“圣人与人撰出一法律之

书，使人知所向避，易之义也”⑥的观点。虽然张载的观点与程颐不尽相同，然就其义理解《易》而言，

其与程氏并无二致。

与之不同的是，南宋朱熹以还原易学本来面貌为旨归，重新确立了《周易》文本的卜筮性质，他认

为，《周易》因卜筮而作，故当为卜筮之书，并对这一论断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证。在他看来，易学起源

于卜筮活动，与当时社会整体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相关。上古，处于蒙昧时期，民风淳朴，尚未开化，民

众智力低下，不明事理，不辨是非，遇事不知所措，无所适从，故圣人以卜筮教化民众，趋利避害，成就

事物，此为卜筮之《易》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他说：“古时人蠢蠢然，事事都不晓，做得是也不知，

做得不是也不知，圣人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

业，断天下之疑’者，即此是也。”⑦“ 盖上古之时，民淳俗朴，风气未开，于天下事全未知识。故圣人

立龟以与之卜，作《易》以与之筮，使之趋利避害，以成天下之事。”⑧

在朱熹看来，《周易》为卜筮之书，有其学理的依据。从易学文本起源看，伏羲画卦、文王周公作

辞，皆为卜筮而作，卦爻辞皆为卜筮之辞。“八卦之画，本为占筮。方伏羲画卦时，止有奇偶之画，何尝

有许多说话！文王重卦作繇辞，周公作爻辞，亦只是为占筮设。到孔子，方始说从义理去。”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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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训戒，故其言虽约，而所包甚广。”①按照他的解释，伏羲画卦，只为卜筮，

不是明白了许多道理而画卦，即“不是晓尽许多道理后方始画”②，八卦虽内涵“阴阳刚柔、吉凶消长之

理”，但伏羲“只是使人知卜得此卦如此者吉，彼卦如此者凶”③。他认为《周易》文辞是为卜筮而设。

如《周易》中有吉凶、悔吝为占断之辞，若不是占断之辞，“又何故说许多‘吉凶悔吝’”④？“如说

 ‘田猎’‘祭祀’，‘侵伐’‘疾病’，皆是古人有此事去卜筮，故爻中出现此。”⑤如乾卦之辞即是卜

筮之辞。“如卜得乾卦云‘元亨利贞’，本意只是说大亨利于正，若不正，便会凶。如卜得爻辞如‘潜龙

勿用’，便教人莫出做事。如卜得‘见龙在田’，便教人可以出做事。如说‘利见大人’，一个是五在上

之人，一个是二在下之人，看是什么人卜得。”⑥

孔子虽然推明《周易》义理，却从未否定《周易》卜筮之本义，相反，他对于《周易》卜筮之意做了

详细的疏解。按照《易传》解释，《周易》具有占筮的功能，朱熹列举了《系辞传》中对此的解说，如

 “极数知来之谓占”，“莫大乎筮龟”，“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圣人之作

 《易》，观象设卦，系辞焉以命吉凶”等语，“皆见得是占筮之意”。“若不是占筮，如何说‘明吉

凶’？”⑦故他说，《系辞传》“自‘大衍之数’以下，皆是说卜筮。若不是说卜筮，却是说一无底物”⑧。以

朱熹之见，孔子言理，未脱离卜筮，是在解释卜筮时阐发出的道理。他说：“到得孔子，尽是说道理，然

犹就卜筮上发出许多道理，欲人晓得所以凶，所以吉。卦爻好则吉，卦爻不好则凶。若卦爻大好而己德相

当，则吉。卦爻虽吉，而己德不足以胜之，则虽吉则凶。卦爻虽凶，而己德足以胜之，则虽凶犹吉。反覆

都就占筮上发明诲人底道理。”⑨他以《象传》释《需》九三为例，说明之：“《需》九三：‘需于泥，

致寇至。’以其逼近坎险，有致寇之象。《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孔

子虽说推明义理，这般所在，又变例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灾在外’，占得此象，虽若不吉，然能敬

慎则不败。又能坚忍以需待，处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刚健之德，又无坚忍之志，则不能不败矣。”⑩

朱熹采用了比较的方法，说明《周易》与《大学》《中庸》《周礼》《诗经》等著作有本质区别；

 《周易》本是卜筮之书，而非教人明理之书。“今学者讳言《易》本为占筮作，须要说做为义理作，若果

为义理作时，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周官》

唯太卜掌三易之法，而司徒、司乐、师氏、保氏诸子之教国子、庶民，只是教以诗书，教以礼乐，未尝以

 《易》为教也。”⑪“ 圣人要说理，何不就理上直剖判说？何故恁地回互假托，教人人不可晓？又何不别

作一书？何故要假卜筮来说？又何故说许多‘吉凶悔吝’？”⑫故他以孔子、周公为例，说明之。孔子虽

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言论，却未曾以《易》教人。更多说的是“兴于诗”，

 “立于礼”，“成于乐”，即用《诗经》《乐经》《礼经》教人。而周公作《周礼》“纤悉毕备，而《周

易》只掌于太卜之官，却不似大司乐教成均之属样恁地重”⑬。《周易》为卜筮之书，如同《春秋》为记

Academic  Monthly 第 52 卷 09 Sep  2020

 

①《卜筮》，《朱子语类》，第 4 册，卷 66，第 1626 页。

②《卜筮》，《朱子语类》，第 4 册，卷 66，第 1624 页。

③《卜筮》，《朱子语类》，第 4 册，卷 66，第 1629 页。

④《卜筮》，《朱子语类》，第 4 册，卷 66，第 1623 页。

⑤《卜筮》，《朱子语类》，第 4 册，卷 66，第 1627 页。

⑥《卜筮》，《朱子语类》，第 4 册，卷 66，第 1632 页。

⑦《卜筮》，《朱子语类》，第 4 册，卷 66，第 1628 页。

⑧《卜筮》，《朱子语类》，第 4 册，卷 66，第 1627 页。

⑨《卜筮》，《朱子语类》，第 4 册，卷 66，第 1629−1630 页。

⑩《卜筮》，《朱子语类》，第 4 册，卷 66，第 1628 页。

⑪《卜筮》，《朱子语类》，第 4 册，卷 66，第 1622 页。

⑫《卜筮》，《朱子语类》，第 4 册，卷 66，第 1623 页。

⑬《卜筮》，《朱子语类》，第 4 册，卷 66，第 1623 页。

30



事之史书一样，“《春秋》，圣人本意只是载那事，要见世变，‘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见得是非美恶曲折，便是因以发底”①。也就是说，《周易》为卜筮之

书，其义理由卜筮而发。

同时，按照《周礼》记载，周代设史官掌管卜筮之书，《周易》成书后，与其他易，皆为当时的太卜

史官所掌管。《周礼》言：“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一曰《归藏》，一曰《周易》。”他说：

 “易乃是卜筮之书，古者则藏于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许多说话。”②朱子以此说明《周易》本

为卜筮之书。同时，春秋时，《周易》多用于卜筮。《左传》《国语》记载了《周易》的筮例，“《左

传》《国语》方说《易》，然亦只是卜筮尔”③。

朱熹之所以重提《周易》为卜筮之书，是因为他所处南宋时代其易学主流秉承了北宋易学研究的传

统，具有重义理轻卜筮本义之倾向。如朱熹所言，“今学者讳言《易》本为占筮作，须要说作为义理

作”④，“今未晓得圣人作《易》之本意，便先要说道理，纵饶说的好，只是与《易》元不相干”⑤。有

感于此，朱熹重点对于当时流行的将文本确定为义理之书、用义理解读易学文本的做法，提出了深刻的

批评。

　　近世言《易》者直弃卜筮而虚谈义理，致文义牵强无归宿，此弊久矣。要须先以卜筮占决之意求经文本

义，而复以《传》释之，则其命辞之意，与其所自来之故，皆可渐次而见矣。⑥

　　今之说《易》者，先掊击了卜筮。如《下系》说卜筮，是甚次第！某所恨者不深晓古人卜筮之法，故今

说处多是想象古人如此。若更晓得，须更有奥义可推。⑦

在朱熹看来，王弼后乃至宋代易学，其主流是义理研究。这种无视文本原初卜筮意义而进行的易学义

理解读，背离了圣人之本义，是对于真实易学史发展的割裂，其所研究的文本之义理，是无根之虚谈，

 “牵强无归宿”。朱熹点名批评了秉承王弼易学的程颐易学，认为程颐“教人看《易》，只看王弼注，胡

安定、王介甫解”⑧，不讲卜筮与象数，无限推演义理，失去《易》本义。他说：“圣人为《彖辞》《象

辞》《文言》，节节推去，无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说得无穷，然非易本义也。”⑨

朱子分析造成宋代易学解释弃卜筮而重义理的原因，指出其原因在于宋代易学误将《周易》经传的次

序本末倒置。《周易》古经在先，孔子释《易》之《传》在后。由于孔子释《易》多言义理，故使研

 《易》者无视卦爻本义，把重点放在了孔子的易学解释上，即所谓“不看卦爻，而看《系辞》”，从而误

认为《易》之精华在于义理。在朱子看来，“不看卦爻而看《系辞》，是犹不看《刑统》而看《刑统》之

 《序例》也，安能晓”⑩？朱子认为，孔子对于《易》的义理解说，是有一定条件的，不是无原则地随意

阐发义理。他说：“所以《大象》中只是一句两句子解了，但有《文言》与《系辞》中数段说得较详，然

也只是取可解底来解，如不可晓底也不曾说。”朱熹将以孔子《系辞》为据，言义理者，视为小心眼，

 “今人只是眼孔小，见他说得恁地，便道有那至理，只管要去推求”⑪。显然，朱熹是在批评北宋张载等

人。张载曾提出“《系辞》所以论《易》之道，既知《易》之道，则象在其中，故观《易》必由《系

论朱子对《周易》卜筮性的重新确立及其解释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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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不知《系辞》而求《易》正犹不知礼而考《春秋》也。”①在朱子看来，宋代易学出现弃卜筮

而言理的倾向，归根到底，是孔子过多言理而客观上掩盖了《易》之本义，故朱熹说：“孔子之心，不如

文王之心宽大，又急要说出道理来。所以本意浸失，都不顾元初圣人画卦之意，只认各人自说一副当道

理。及至伊川，又自说他一样，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焉。”②

其实，朱熹重提《周易》文本卜筮之性质，只是为了纠正易学中的解释偏差。他并未将卜筮与义理对

立起来，否定《周易》筮占话语所蕴涵的义理，而是把卜筮和义理视为文本应有、不可分割的整体。他明

确说过：“《易》以卜筮用，道理便在里面，但只未说到这处。”③“《易》本因卜筮而有象，因象而有

占，占辞中便有道理。”④

朱子所说的“未说到这处”，是说《周易》有许多道理，只是未到言理时候。应先将《周易》置于卜

筮视域中，以卜筮言之，然后言理，不可以弃卜筮急于先说理。“今人心性褊急，更不待先说他本意，便

将道理来袞说了。”⑤也就是说，易学解释，当先言卜筮，而后言理。朱熹以乾卦为例说明之。“如筮得

乾之初九，初阳在下，未可施用，其象为潜龙，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当观此象而玩

其占，隐晦而勿用可也。它皆仿此，此《易》之本指也。盖潜龙则勿用，此便是道理。”⑥按照朱熹的理

解，《周易》起源于卜筮，因卜筮而有文本、象数与义理，而象数与义理不可分割，融为一体。易学解释

正确方法应当是从卜筮入手，解读《周易》本义，然后由本义推演其中义理。他说：易学研究“先通得

 《易》本指后，道理尽无穷，推说不妨。若便以所推说者去解《易》，则失《易》之本指矣”⑦。这种解

释与时人相比，似乎过于粗糙简单，但却未失《易》之本义。他说：“据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

书。今人说得来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说虽粗，然却入得精，精义皆在其中。若晓得某一人说，则

晓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用，元未有许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⑧

因此，依朱子之见，易学解释当先从卜筮入手，恢复《周易》文本卜筮话语，以之解释《易》文本，

则符合圣人本意，反之，则背离圣人之意。他以“死”“活”说明之：“今人只把做占去看。便活；若是

的定把卦爻来作理看，恐死了。”⑨他所说的“活”，指以卜筮解释卦爻及其文辞，通达圆融，真正展现

出圣人本意。所说的“死”，指不言卜筮，空言道理，无法融通文本之意，将《周易》变成了毫无用处的

死书。“古人必自有活法，且如筮得之卦爻，却与所占底事不相干应时如何？他到这里，又须别有个活底

例子括将去。不只恁死杀着。或是用支干相答配处，或是因他物象。”⑩既然《易》为卜筮之书，故读

 《易》，当明大衍筮法，“如读《易》不曾理会揲法，则说《易》亦是悬空”⑪。同时，他认为，要身临

其境，进入卜筮活动氛围，用卜筮语境来理解《易》。“读易当如筮相似，上达鬼神，下达人道。”⑫就

其文本而言，先解读六十四卦，再读《易传》。他说：“熟读六十四卦，则觉得《系辞》之语直为精密，

是《易》之括例。要之，《易》书为卜筮而作。”⑬

不仅如此，他还考察易学史上对于《周易》文本性质的不同理解，及由此而形成的两种不同的解释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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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路。他说：

　　《易》本卜筮之书，后人以为止于卜筮。至王弼用老庄解，后人便只以为理，而不以为卜筮，亦非。想

当初伏羲画卦之时，只是阳为吉，阴为凶，无文字。某不敢说，窃意如此，后文王见其不可晓，故为之作彖

辞。或占得爻处不可晓，故周公为之作爻辞。又不可晓，故孔子为之作《十翼》。皆解当初之意。……今人

须以卜筮之书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①

朱熹反对易学史上割裂卜筮与义理联系，仅仅只从义理角度去理解和解释易学文本的做法，并就此提出了

批评。他认为仅将《周易》视为卜筮之书，专门用卜筮研究易学，或仅将《周易》视为义理之书，专门用

义理研究易学，都是一种偏见。王弼之前的易学研究，认定《周易》是卜筮的书，以此将易学研究仅仅停

留在卜筮上，沉湎象数而不能自拔，过分解读象数，不去关注其义理，此为一弊。他说：“近世说

 《易》者，于象数全然阔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滞支离，不可究诘。故推本圣人经传中说象数者，只此数

条，以意推之，以为是足以上究圣人作易之本指，下济生人观变玩占之实用。学易者绝不可以不知。而凡

说象数之过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阁，而不必问矣。”②朱子认为，对于这种拘泥于卜筮及其象数的倾

向，圣人早有察觉。他说：“圣人恐人只把做占筮看，便以义理说出来。”③“ 孔子恐义理一向没卜筮

中，故明其义。”④同样道理，自王弼以老庄解《易》后，易学研究摒弃易学文本的卜筮本义，崇尚义

理。如前所言，脱离文本卜筮之意而无限推演义理，也是一弊。

朱熹重定《周易》为卜筮之书，以卜筮话语解读之，然后推演其中义理，这种易学解释方法与理路，

异于他以前的或偏于卜筮或偏于义理的其他易学研究。对此，他有如此解说：“某之说《易》，所以与先

儒、世儒之说皆不同，正在于此。学者须晓某之正义，然后方可推说其他道理。某之意思极直，只是一条

路径去。若才惹着今人，便说差错了，便非《易》之本意矣。”⑤朱熹的易学解释，是对于《易传》思想

的高度概括和阐发。《易传》提出“象”“数”“理（道）”“占”的概念，并对这四个概念及其关系作

了不同程度的解释，如《系辞传》言：“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

象”，“极数知来谓之占”，“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等等。帛书《易传》言：“幽赞而达乎数，明数

而达乎德。”（《要》）《易传》通过对于这些概念的解释，确立了《周易》文本的性质，即《周易》具

有二重性：卜筮性（象数）和哲理性。显然，朱熹在《周易》文本的性质问题上，继承和发展了《易传》的

思想。

二、卜筮视域下文本之象、数、理的内在关联与易学解释旨归

朱子重新确立《周易》文本的性质，主张《易》起源于卜筮，是卜筮之书。圣人作《易》是迎合了当

时社会卜筮之需求。也就是说，因有卜筮之活动，而有《易》文本形成。然而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易学研究

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在卜筮《易》文本的形成过程中，象、数、理之间关系如何？圣人如何理解象、

数、理在文本中的地位？朱子以哲学家、易学家的独特眼光回应了这个易学史上的古老问题。

在朱熹之前，易学家们曾以不同的方式探讨过这个问题。《易传》提出了“观象系辞”和“立象尽

意”的观点，凸显了“象”和“意”在易学文本中的地位，并以此形成了易学史中象数与义理两派。北宋

刘牧提出先数后象的观点，他说：“原其本，则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数无以见四象所由之宗矣。”⑥

数先象后学说为河洛之学奠定基础，即由河洛之数而成的河图洛书，是圣人画卦的依据。邵雍则提出先数

论朱子对《周易》卜筮性的重新确立及其解释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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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象的观点，他认为：“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①先数后象的思

想，成为邵雍先天之学和建构宇宙象数模式的前提。而张载提出了先气后象、然后有理的观点。他说：

 “有气方有象，虽未形，不害象在其中。”②“ 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途，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气

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③程颐则认为，先有理，后有象与数：“有理后

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④到了南宋，朱子继承了

程氏，提出了先理、后气、后数的观点。他说：“有是理，便有是气，有是气，便有是数。盖数乃是分界

限处。”⑤

此“理”与张载之“理”不尽相同，不是事物变化规律，而是形而上的、不可感知的宇宙本体。此理

也称太极。“太极即理”，天地万物始于太极之理，“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

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⑥。此“气”是形而下的、可以感

知的自然气象。气分阴阳，阴阳变化生成天地万物，天地万物皆由阴阳气构成。“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

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

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⑦因此，天地间无非

阴阳而已，“天地之间无往而非阴阳，一动一静，一语一默，皆是阴阳之理，至如揺扇便属阳，住扇便属

阴，莫不有阴阳之理”⑧。

理与气的关系，从起源层面看，逻辑上理先气后。“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

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⑨理为形上，气

为形下，“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理无形，气便粗，有渣滓”。而从现实

层面看，则理气不可分，“理未尝离乎气”。他说：“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

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⑩故朱子提出“天下未有

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⑪的观点。

此“数”是气之分界，气有阴阳，则以奇偶数区分之。如他说，“盖所谓数者，祇是气之分限节度

处，得阳必奇，得阴必偶，凡物皆然”⑫，他以雪片和龟背数说明之。“有是理，便有是气，有是气便有

是数。盖数乃是分界限处……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是自然

如此，走不得。如水数六雪花便六出，不是安排做底……古者用龟为卜，龟背上纹中间有五个，两边有八

个，后有二十四个，亦是自然如此。”⑬因此，理、气与数的关系，虽然从逻辑上看，是理、气、数有严

格区分，但是从现实层面看，则是三者密不可分。理气不可分，“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

理”；气数也不可分，气以数区分。

 《周易》是模拟天地自然的产物，圣人法阴阳之理而画卦爻符号，然后系之以文辞，就形成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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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文本。依朱熹之见，其易学中理、象、数的关系，与自然界完全一致。《周易》文本形成，按照先后

次序，则是理、象、数。易理对应自然之理，“气”对应易象，自然之数对应易数。如他指出：

　　易初未有物，只是悬空说出。当其未有卦画则浑然一太极，在人则是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一旦发出则阴

阳吉凶，事事都有在里面。①

　　圣人作《易》之初，盖是仰观俯察，见得盈乎天地之间，无非一阴一阳之理；有是理，则有是象，有是

象，则其数便自在这里。②

易理是《周易》文本所表达的天地万物之理。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发现

天地万物，无非一阴一阳之理，以此阴阳而画卦作《周易》。故易理即阴阳之理或阴阳之道，也就是“未

有卦画，则浑然一太极”③，易理与自然之理等同：宇宙之间最普遍原理是一阴一阳，“一阴一阳之谓

道”，而《周易》文本最基本的符号也是阴阳，八卦和六十四卦卦象符号皆由阴阳符号构成。“圣人因之

而画卦，其始也只是画一奇以象阳，画一偶以象阴而已。”④故《周易》文本以符号的形式再现了自然界

阴阳之气，在这个意义上，《周易》中的阴阳符号具有抽象性、普遍性和客观性。

朱熹接受了邵雍“加一倍法”的说法，认为圣人画卦是依据自然界的象数，按照自然的次序推演出卦

象符号，即由一阴一阳推出三画之卦，再由三画推出六画之卦。他特别强调了客观自然象数次序在画卦中

的作用和圣人不假思索的悟性。

　　圣人当初亦不恁地思量，只是画一个阳，一个阴，毎个便生两个。就一个阳上又生一个阳，一个阴。就

一个阴上又生一个阴，一个阳。只管恁地去，自一为二，二为四，四为八，八为十六，十六为三十二，三十

二为六十四。既成个物事，便自然如此齐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略假圣人手画出来，如乾一索而

得震，再索而得坎，三索而得艮。坤一索而得巽，再索而得离，三索而得兑。初间画卦时也不是恁地。只是

画成八个卦后，便见有此象耳。⑤

朱子理解的易象是以自然之象为模本，象是圣人模拟万物形状、外貌、性质、道理等而形成的易符

号，他说：“因观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画，及其既画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谓有个形似也，故圣人即其

象而命之名，以爻之进退而言，则如《剥》《复》之类，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则如《鼎》《井》之类。此

是伏羲即卦体之全而立个名如此，及文王观卦体之象而为之《彖辞》，周公视卦爻之变而为之《爻辞》，

而吉凶之象益著矣。”⑥易象是符号，反映了易理，也具有普遍性与抽象性，故能弥纶天地阴阳之道，

 “盖所谓象者，皆是假此众人共晓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盖文王虽是有定象，

有定辞，皆是虚说此个地头，合是如此处置，初不黏着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无穷之事，不可只以一

事指定说。他里面也有指一事说处，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类。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说。此所以见易

之为用，无所不该，无所不遍，但看人如何用之耳”⑦ ！

易数，也是阴阳节度分界。“盖所谓数者，只是气之分限节度处，得阳必奇，得阴必偶，凡物皆然，

而《图》《书》为特巧而著耳。于是圣人因之而画卦，其始也只是画一奇以象阳，画一偶以象阴而已。但

才有两，则便有四；才有四，则便有八；又从而再倍之，便是十六。盖自其无朕之中而无穷之数

已具。”⑧

按照朱子的理解，有阴阳构成易象，则有易数。以象数而作文辞。故《周易》文本中理、象、数关系

论朱子对《周易》卜筮性的重新确立及其解释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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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界完全一致，一方面，理、象、数有先后，即先有理后有象有数，以理而作象数；另一方面，三者

不可分。他说：“季通云：‘看《易》者，须识理、象、数、辞，四者未尝相离。盖有如是之理，便有如

是之象，有如是之象，便有如是之数。有理与象数，便不能无辞。《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自

然之象，不是安排出来。’”①

但朱熹认为《周易》之根本是“理”，除了个别易辞是就某事而言，剩余的大部文辞，与象数一致不

二，皆为虚设之理，具有抽象意义，非言具体事物。故他专门对于易“理”的属性及其与事物关系作出

解释：

　　圣人作《易》，只是说一个理，都未曾有许多事，却待他甚么事来揍。所谓“事来尚虚”，盖谓事之方

来，尚虚而未有；若论其理，则先自定，固已实矣。“用应始有”，谓理之用实，故有。“体该本无”，谓

理之体该万事万物，又初无形迹之可见，故无。下面云，稽考实理，以待事物之来；存此理之体，以应无穷

之用。“执古”，古便是《易》书里面文字言语，“御今”，今便是今日之事。“以静制动”，理便是静

底，事便是动底。②

也正因如此，《周易》可以应对和解释世界上一切事物。如同一面镜子，可以照所有事物，因此学者

当从“假托说”和“包含说”的角度解释易文本：“易如一个镜相似，看甚物来，都能照得……须知得他

是假托说，是包含说。假托，谓不惹着那事；包含是说个影象在这里，无所不包。”③

总之，在朱子看来，《周易》象、数、辞、理，起源于卜筮中，故在卜筮活动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

义。象本于万物之象、阴阳之理，是阴阳万物之符号，却在筮占中形成，是筮占之象，蕴含阴阳吉凶之

理。筮占更多的是象占，有象，筮占活动才能得以完成。数法于自然，象数一致，表达阴阳之理，也是筮

占产物。不仅卦象形成表现为数的增值，筮占活动也依赖数的推演，数在卜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辞是观

象而系，表达象的意义，是筮占之辞。理存在于象、数、辞之中，是万物阴阳消长、吉凶之道。《周易》

之所以能够预知吉凶，关键在《周易》乃圣人模拟万物之阴阳理而成书，故《易》之象数和因象数而系辞

皆有阴阳之理。他说：“圣人系许多辞，包尽天下之理，止缘万事不离乎阴阳，故因阴阳中而推说万事之

理。今要占考，虽小小事都有。”④因此，通过解释卜筮视域下象、数、辞，推说万物之理或圣人之意，

是朱子易学解释的终极目标。

三、朱子确立《周易》文本卜筮性的解释学意义

中国式解释学，通过经典注释而形成的，属于经典解释学，其“突出的特点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建构

或新的哲学体系”⑤，学界往往以陆九渊提出“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来说明中国经典解释学两种表

现形式。“我注六经”，是指解释者崇尚圣贤与经典文本，以获取经典文本圣人之意为指向，关注解释者

的解释符合或接近与经典意义，反对任何脱离文本的杜撰解释，即强调解释的客观性。“六经注我”，早

已存在世界万物之中、包括解释者在内所有人心中的“道”或“理”，是圣人作经典的本初和依据，因

此，经典之理，即自然之理，即人心之理，解释活动不是以解释经典的本义为目的，而是透过解释，再显

解释者心中已有的被遮蔽的理，即所谓“知本”。陆九渊提出这两个命题，强调了“六经”与“我”互为

注脚，反对韩愈、欧阳修等人的“我注六经”的倾向。⑥朱子将《周易》文本确立为卜筮之书，旨在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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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文本原貌，“以卜筮占决之意求经文本义”①，这种被陆九渊视为“见道不明”“终不足以一贯”的

易学解释②，应与韩愈、欧阳修无异，也属于“我注六经”式的易学解释。

虽然朱子强调还原易学文本的历史，用卜筮话语解读《周易》文本，但是，他并不希望易学解释停留

在卜筮上，而是通过借助卜筮视域下的象数解释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易道。也就是说，他既反对脱离卜筮

空谈以道为核心的义理的易学文本解释，也反对不谈义理纯粹卜筮的易学文本解释，而在易道解释上则接

近陆九渊观点，如当谈到读书与道的关系时，他认为道是客观的，唯一的，早已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中，

当然也存在于解释者自身。故对于道的解释与获取，更为重要的是自身悟道，读书与文本解释是第二要

务。他说：“学问，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底已是第二义。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

旋添得来。”③显然，此属于“六经注我”。

同时，任何一种文本皆是特定历史的产物，是再现历史原貌的载体。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将解释者

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不可能真正完全理解历史文本，但是解释者对于文本理解不得不从历史出发，必

须将文本置于当时历史语境中，进行历史解释。“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而要被

认为是一种置身于传统过程的行动。”④“ 我们为了理解某个他物，而必须把自身置于这个他物中”，即

所谓“在历史理解范围内，我们也喜欢讲到视域，尤其是当我们认为历史意识的要求应当从每一过去自身

存在去观看每一过去时，也就是，不从我们现在的标准和成见出发，而是在过去自身的历史视域中来看过

去”⑤。朱子将《周易》文本重新定为卜筮之书，是基于历史解释的考量。在朱子看来，《周易》成书于

殷末周初，圣人为何而作《周易》，其成书原因、过程及其实践意义，关乎易学解释是否真正符合《周

易》文本原义或圣人本义。因此，重新强调易学文本卜筮性完全是基于解释文本固有意义，唯于此，才能

还原《周易》真实的面目，才能克服王弼、孔颖达、程颐等人偏离了圣人创易之初衷、脱离易学文本的

倾向。

按照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观点，任何文本及其解释既是传统的，又是现实的，是传统与现实的融合。如

前所言，易学文本形成于殷周之际，反映历史的内容，是历史的、传统的。同时，随着历史发展，它通过

后人的解释将隐藏其中的意义重新展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说，《周易》文本意义又是灵动的、开放的

 “活水”，不是固定不变的，故它又是“现实”的、“当下”的。依朱子之见，《周易》文本是象数与义

理的统一。《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有卜筮的话语，有卜筮之用。同时，隐藏在卜筮话语象数符号和文辞

之中的客观世界阴阳变化道理，是其客观依据。换言之，易学文本为圣人作品，本为卜筮之书，而在卜筮

话语下内涵着圣人之道。《周易》文本卜筮话语是历史的，是本义。而蕴涵于卜筮话语中、通过历代易学

家重新解释阐发出来的义理，是现实的，是哲学。卜筮话语本之于哲学话语，哲学话语隐含在卜筮话语之

中。这是文本本身所固有的，非后人强加给文本的。如果不作卜筮话语本真的解释，则哲学解释几乎不可

能。具体言之，如果脱离文本卜筮话语解释，而作哲学解释，那是随意的杜撰，而不是真正的易学哲学意

义解释。朱熹一方面承认了《周易》起源于卜筮，是卜筮之书，尊重历史，反对王弼、程颐等人割断历

史、无视文本卜筮及卜筮视域下形成的象数。另一方面，不固守历史，而是着眼于易学文本的意义发展与

开放，以历史形成的象数为工具，取王弼、程颐等人易学解释之长，以解释“圣人之道”为目标。这实质

上承认了王弼、程颐等人在各自不同时期所作出符合“现实”或“当下”的接近易道的“合理偏见”，为

易学哲学提出了清晰完整的解释路径，即以历史发展为视域，由卜筮符号解释入手，用形象符号解释抽象

论朱子对《周易》卜筮性的重新确立及其解释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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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阴阳之道”，从而建构了以太极或道为核心的义理之学，完成了由历史到现实、由卜筮之象数到易学

哲学解释的任务。因此，朱熹重新将易学定为卜筮之书，不仅未降低《周易》的哲学性，相反为哲学解释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盛丹艳）

On Zhu Xi’s Re-establishment of Divination of
Zhouyi and Explanation of Yi-ology

LIN Zhongjun

Abstract:  Zhu Xi advocated that the explanation of Yi-ology should start with the divination and restore

divinatory  discourse  in Zhouyi text,  mainly  for  correcting  the  deviation  of  emphasizing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and neglecting divination. He did not intend to oppose divination to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and  denied  the  connotation  of  divinatory  discourse  in Zhouyi.  Instead,  he  regarded  divination  and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Zhouyi.  He  proposed  that  the  explanation  of  Yi-ology

should first be interpreted by divinatory discourse, and then deduce its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relationship among Xiang (“象”, images), numbers (“数”), Ci (“辞”, words) and Li (“理”,

principles) in Zhouy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vination, that is, there is Li first and then there are Xiang and

numbers. The symbols of Xiang and numbers are the expression forms of Li, and the three are inseparable.

In  terms  of  hermeneutics,  on  the  one  hand,  Zhu  Xi  acknowledged  that Zhouyi was  a  divinatory  book,

respected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opposed to separating one part of history from the continuum artificially

and ignoring textual divination and Xiang and numbers form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divination.On the other

hand,  Zhu  Xi  did  not  just  stick  to  the  history,  but  focused  on  the  openness  of  textual  meaning,  took  the

explanation  of “ the  way  of  sages”  as  the  goal,  and  acknowledged  the  reasonable  prejudices,  made  by

Confucius, Wang Bi, Cheng Yi and other scholars, which were close to the principle of Zhouyi in accordance

with “reality” or “present” in their respective periods. He proposed a clear and complete explanation path

for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Yi-ology,  that  w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tarting  with  the  divination  explanation,  explaining  the  abstract “ Yin  and  Yang”  with  visual  symbols  of

Xiang and numbers, which completed the interpretation from history to reality, from the Xiang and numbers

of divination to the philosophy interpretation of Yi-ology.

Key words:  Zhu Xi,  divination,  Xiang (images) and numbers,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the explanation

of Y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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